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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欧洲化”:身份管理策略
视角下的土耳其外交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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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自冷战结束以来ꎬ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渐行渐远ꎬ呈现出偏离“欧洲化”的

趋势ꎮ 通过借鉴社会认同理论中有关身份地位管理策略的相关研究ꎬ或可对土耳其偏离

“欧洲化”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做出新的解释ꎮ 本文以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强势群体对

弱势群体身份改造的态度作为自变量ꎬ重构了一个有关弱势身份群体面对强势身份群体

的身份管理策略分析框架ꎬ并借此对冷战以来土耳其对欧政策的演变历程进行解释ꎮ 土

耳其在面对欧盟时ꎬ其身份管理策略经历了身份融入、身份护持、身份创造和身份竞争四

个阶段ꎮ 未来ꎬ在西方国家持续对土耳其施加新制裁ꎬ以及国内政治改革不断被西方国

家否定的背景下ꎬ土耳其在面对欧盟时将进一步强化身份竞争策略ꎬ其国家身份中的“泛

突厥”和伊斯兰属性将会有更多的体现ꎮ

关键词:土耳其外交　 欧盟　 “欧洲化” 　 身份管理策略　 社会认同

一　 问题的提出

虽地接欧亚、面向中东ꎬ但长期以来ꎬ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其政治现代化进程ꎬ推进

“欧洲化”(成为真正的欧洲国家)进而实现“西方化”(跻身西方文明世界)ꎬ被认为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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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实现复兴目标唯一可行的道路ꎮ① 这也是凯末尔主义思想指导下土耳其内政外交

的根本方针ꎮ 换言之ꎬ与欧洲国家关系攸关土耳其国家身份与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ꎬ

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然而冷战至今ꎬ土耳其外交却呈现偏离“欧洲

化”、回归“中东化”的态势ꎮ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ꎬ冷战结束后ꎬ欧洲国家在

入盟问题上不断给土耳其设置障碍ꎬ引发其强烈不满ꎬ土耳其由此试图摆脱西方世界

的“保护”与控制ꎮ② 第二ꎬ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土耳其经济实力上升使得其外交自主性不

断增强ꎬ后由于入盟谈判推进缓慢ꎬ其外交重心开始向中东地区偏移ꎮ③ 第三ꎬ２０１１ 年

中东变局后ꎬ土耳其发现地区局势剧变中蕴含实现其大国雄心的地缘政治机遇ꎬ遂向

中东地区投入更多外交资源ꎮ④ 第四ꎬ２０１５ 年后ꎬ土耳其与美国和欧盟矛盾渐深ꎬ因此

不再谋求与西方国家协调行动ꎬ而是试图在主动出击中实现战略利益的最大化ꎮ⑤

近年来ꎬ土耳其与欧洲国家间外交冲突不断ꎮ 针对 ２０１６ 年发生的“７１５”未遂

军事政变ꎬ土耳其指责欧洲国家煽动国内叛乱ꎬ意图推翻现政府ꎬ甚至有意推动国家分

裂ꎮ 作为对欧洲国家忽视其核心利益的回应ꎬ土耳其在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上选择与

欧盟渐行渐远ꎮ 尽管总统埃尔多安一再表明“加入欧盟仍然是土耳其的战略优先事

项”ꎬ⑥但土耳其的外交行为却与此背离:不仅在周边地区安全事务上积极出击ꎬ拒绝

与北约盟国协调ꎬ而且与美欧西方盟友的外交关系也出现恶化的趋势ꎬ对欧洲国家的

离心倾向愈益明显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土耳其与美法等十个西方国家围绕土耳其

商人卡瓦拉(Ｏｓｍａｎ Ｋａｖａｌａ)的问题ꎬ爆发新一轮外交风波ꎮ 这一事件再次表明ꎬ“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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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其西方伙伴的关系濒临崩溃的边缘”ꎮ① 然而ꎬ就土欧关系发展的历史而言ꎬ欧洲

国家既是土耳其对外经贸的重要合作伙伴ꎬ又是土耳其防务安全的主要盟友ꎬ且土耳

其与欧盟在贸易安排、人员往来及欧洲一体化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ꎮ② 在此情况下ꎬ
土耳其外交为什么会发生偏离“欧洲化”的转型? 这是本文尝试解释的主要问题ꎮ

土耳其对欧外交政策的演变亦属于土耳其国家整体外交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鉴于此ꎬ下文将简要梳理国内外学术界对土耳其外交转变的既有解释及其不足ꎬ并尝

试通过社会认同理论构建新的分析框架ꎬ以此对冷战后土耳其外交逐渐偏离“欧洲

化”的原因做出初步解释ꎮ

二　 对土耳其外交转变的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针对土耳其出现的外交转型ꎬ国内外学者分析框架的构建主要基于现实主义与建

构主义两大视角ꎮ 前者强调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中自身实力的变化、成本收益的理性

计算、国际格局变化、国内政治变动ꎬ以及国家角色与地位的变迁ꎻ后者则强调土耳其

国家身份、意识形态、领导人话语及现代化进程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ꎮ
(一)现实主义视角

土耳其地处欧洲与中东的战略要冲ꎬ地理上的重要位置意味着区域或世界权力平

衡的系统性变化都会对其内政及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ꎮ③ 因此ꎬ针对冷战结束前后

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变ꎬ学者尝试从国际结构变迁的角度寻找解释ꎮ 如有学者认为ꎬ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呈现出的多极化趋势ꎬ使得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俄罗斯都不希望

土耳其完全倒向对方ꎮ 这为土耳其的独立行动创造了政策空间ꎬ而不必担心面临两极

格局下选边站队的压力ꎮ④

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下ꎬ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ꎬ土耳其外交转型与其经济

实力增长、全球性大国的夙愿和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有着重要关系ꎮ⑤ 这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其一ꎬ土耳其外交更加强调对外贸易的重要性ꎬ而贸易的增长为其实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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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目标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ꎻ①其二ꎬ中东变局后地区局势混乱ꎬ土耳其希望通

过对地区危机采取军事干预的方式抵御危险因素的外溢ꎬ因而也更加强调军事力量在

外交政策中的作用ꎮ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ꎬ“土耳其不得不变得更加积极

主动ꎬ以免被动荡不安的世界政治所粉碎”ꎮ②

除了体系层面的解释ꎬ对土耳其外交转型的研究也出现了分析层次回落的现象ꎮ

一些学者注意到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上升的趋势ꎬ并认为在军方与民选政

府争夺国家政治权力的过程中ꎬ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可以迎合土耳其国内的民粹主义情

绪ꎬ从而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奠定基础ꎮ③ 也有学者认为ꎬ国内政治斗争的加剧、领导人

权力的过度集中、国家的世俗体制与政治伊斯兰的两极分化ꎬ都导致土耳其外交决策

难以做出理性选择ꎬ从而使得其外交行为发生激进化转变ꎮ④ 此外ꎬ中国学者李智育

从领导人、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对正发党政府上台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的可能原

因进行了分析ꎻ⑤西方学者则选择赫尔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 Ｈｅｒｍａｎｎ)构建的四种类型模式以

分析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发展方向ꎮ⑥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诸多研究虽然强调了国家实力、国内政治、外部安全环境等因

素对土耳其外交的影响ꎬ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土耳其外交为何转变”的可能因素ꎮ

但这些研究大多只是对相关因素进行类型化梳理ꎬ并未对土耳其外交政策为何转变这

一问题做出系统回答ꎮ 特别是近年来土耳其在地区热点问题和国际秩序重构问题上

手段强硬、态度激进ꎬ其外交行为的活跃程度似乎超出国家实力所能支撑的范围ꎮ 这

直接导致了土耳其外交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目标与实力之间的错位ꎬ致使该国屡次陷入

外交危机ꎮ 对于这一现象ꎬ基于现实主义的诸多研究似乎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ꎮ

(二)建构主义视角

相比于现实主义视角在解释土耳其外交转型问题上的局限性ꎬ建构主义视角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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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建构利益”的理论假定ꎬ将身份、观念等非物质性因素纳入考量范围ꎮ 这一视角指

明了国家身份界定利益和偏好ꎬ进而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动ꎮ① 此外ꎬ立足于国家

身份的解释还能关注到不同发展程度、区域和文明圈国家的特殊性ꎮ② 就土耳其所处的

现实情境看ꎬ位于欧亚两大洲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及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ꎬ使土耳

其同时面临东方与西方、世俗与伊斯兰、“泛突厥主义”与奥斯曼主义等多重身份的张力

而无所适从ꎮ③ 因此ꎬ土耳其外交转型也被称为“身份之变”ꎮ④ 建构主义中对国家观念

与身份因素的强调或将为研究土耳其外交转变提供更加多样的视角ꎮ⑤

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有明显不同的政治观念ꎬ统治精英的信仰程度、身份观念会导

致国家出现相异的外交政策ꎮ⑥ 豪戈姆(Ｌａｒｓ Ｈａｕｇｏｍ)认为ꎬ中东变局后ꎬ土耳其南部库

尔德分离主义的日渐兴起、伊斯坦布尔盖齐(Ｇｅｚｉ)公园抗议及埃及总统穆尔西下台等因

素ꎬ使得土耳其政治精英对国内外的威胁认知发生了改变ꎮ ２０１６ 年由葛兰运动(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所助推的未遂军事政变ꎬ更使正发党高层认为中东变局的余波或在土国内掀

起新的政变ꎮ⑦ 鉴于此ꎬ正发党精英对国家政权面临威胁的不安感急剧增加ꎬ土耳其外

交政策也由经济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变ꎮ⑧ 这直接导致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不稳定ꎬ甚至

是激进化ꎮ
土耳其国家身份属性的多样性ꎬ决定了其外交行动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ꎮ 在全球化

的背景下ꎬ由于国内各类政治群体在商业、贸易、能源、宗教等领域具有不同的利益与偏

好ꎬ土耳其具有“欧亚桥梁”“贸易国家”“欧盟候选国”“全球人道主义行动者”“区域能

源中心国家”“民主伊斯兰国家”等多重身份ꎬ⑨糅合了“世俗的、宗教的、人性的、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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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诸多政策取向ꎬ①这些因素成为土耳其在外交上“积极行动”的出发点ꎮ 此外ꎬ土耳

其身份的变化根植于中东变局与国内政治力量结构的剧烈变动ꎬ身份认同的反弹也会刺

激执政党在内外政策上“用力过猛”ꎬ②从而显示出激进化的特征ꎮ 土耳其国内政治中伊

斯兰主义的复兴也使得正发党政府更加强调自身逊尼派伊斯兰身份ꎬ导致其在外交政策

中出现了一种“适当性逻辑”ꎮ 这种逻辑强调身份与意识形态因素的主导作用ꎬ致使土

耳其的外交行为不再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ꎬ而是基于伊斯兰政治和所谓“突厥民

族”③的“责任或适当性”ꎮ④ 由此可见ꎬ土耳其外交实践中战略身份与现实身份的错

位ꎬ导致其外交在国际事务中陷入被动且难以奏效ꎮ⑤

一些学者从建构主义方法论出发ꎬ解释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演变ꎮ 巴伊拉克利

(Ｅｎｅｓ Ｂａｙｒａｋｌı)尝试以土耳其政治观念由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向ꎬ解释土耳其外

交指导方针由纯粹的凯末尔主义到战略纵深主义的转变ꎬ其研究涉及对全球化、冷战

终结、伊斯兰政党兴起等因素的分析ꎮ⑥ 另一些学者则从批判建构主义⑦的方法论出

发ꎬ通过对土耳其领导人的新闻、讲话、外交辞令的话语分析ꎬ解释土耳其积极的外交

政策转型ꎮ 巴斯坎(Ｂｉｒｏｌ Ｂａşｋａｎ)认为ꎬ正发党上台后ꎬ在时任总理首席顾问达武特奥

卢(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的影响下ꎬ土耳其外交政策借鉴了伊斯兰话语的解释框架ꎬ并且

深受奥斯曼帝国历史与文化的影响ꎬ这促使其外交出现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转

向ꎮ⑧ 阿尔坎(Ｚｅｙｎｅｐ Ａｒｋａｎ)等人则通过对达武特奥卢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间的话语文本

进行分析后认为ꎬ达武特奥卢试图借助土耳其历史遗产和地缘环境的特殊性重塑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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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国家身份ꎬ并强调土耳其作为“区域积极行动者”的国际角色ꎮ① 需要指出的是ꎬ

基于批判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虽然对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塑造表达了合理关切ꎬ但其对

身份的理解仅限于“话语中所表现的差异及其相关叙事”ꎬ②且批判建构主义重视解构

而非建构ꎬ因而也忽视了传统建构主义中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对身份塑造的影

响ꎮ③ 除此以外ꎬ话语分析的研究内容通常局限于某一领导人任职的固定时间段ꎬ无

法对国家身份在时空维度的转换进行有效解释ꎮ

在建构主义视角下ꎬ国家现代化进程亦被视为“后帝国”国家自我身份建构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故也有学者尝试以此解释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变ꎮ 中国学者昝涛认为ꎬ

土耳其有着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内在困境:一方面ꎬ土耳其的民族化(民族国家建构)需

要依靠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与传统ꎻ另一方面ꎬ现代化又要否定这些历史传统而学习西

方文明ꎮ 因此ꎬ土耳其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实现现代化与建构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ꎮ④

基于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困境的考察ꎬ阿斯兰(Ａｌｉ Ａｓｌａｎ)指出ꎬ自威斯特伐利

亚体系建立以来ꎬ西方国家不断对国际政治中现代性的标准进行调整ꎬ如从强调民族

国家到强调民主政体ꎮ 这导致土耳其在融入西方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现代性危

机”ꎬ并使其希望以激进的外交政策突破西方世界设下的既有限制ꎮ⑤

(三)小结

自 １９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开启坦齐马特(Ｔａｎｚｉｍａｔ)改革以来ꎬ土耳其国家与社

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融入了西方文明的诸多因素ꎮ １８５６ 年«巴黎条约»的签订ꎬ标

志着奥斯曼帝国获准加入欧洲协调并适用于欧洲“文明国家”的国际法标准ꎬ这是土

耳其一项长期战略———融入欧洲、获得欧洲身份———的开始ꎮ⑥ １９２３ 年共和国成立

后ꎬ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土耳其始终将加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作为国家发展的目

标ꎻ不过ꎬ这一目标虽然适用于世界ꎬ但对土耳其而言却主要源自欧洲国家的影响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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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ꎬ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转型是外源型和植入型的ꎬ并非源自本土社会的内部

需求ꎬ其目的是将土耳其融入欧洲政治发展的轨道ꎮ 这说明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ꎬ

外部交往(尤其是与欧洲国家的交往)因素往往决定了其内部的变化ꎮ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土耳其国内的西化路线虽然被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逐渐修正ꎬ但正

如前副总理巴伯江(Ａｌｉ Ｂａｂａｃａｎ)所指出的:“加入欧盟是土耳其近二百年来所付出的

追求现代化努力的最后阶段”ꎮ② 这足以表明ꎬ从 １９ 世纪加入欧洲协调到 １９５２ 年加

入北约ꎬ再到 ２１ 世纪以来的入盟谈判ꎬ虽然其间土耳其对“欧洲身份”的认知存在倒

退的趋势ꎬ③但从未真正放弃融入欧洲世界ꎮ 地理、经济、文化和历史记忆等方面的因

素ꎬ导致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世界”始终是土耳其自我身份之外的显著“他

者”ꎻ④欧洲国家对土耳其“欧洲身份”的承认、蔑视与污名ꎬ塑造了土耳其的外交行为

与偏好ꎮ⑤ 因此ꎬ欧洲国家与土耳其围绕身份承认与被承认、蔑视与反抗之间的互动ꎬ

可以成为解释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ꎮ

综上所述ꎬ相比于现实主义视角下解释土耳其外交转型原因的局限ꎬ建构主义视

角下对于身份和国家观念因素的强调ꎬ极大地拓展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ꎮ 不过ꎬ无

论是传统建构主义对身份特征、国家观念因素的强调ꎬ还是批判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ꎬ

大多只强调土耳其国家身份与国家观念建构的内在性ꎬ忽略了“他者”对土耳其身份

及观念建构的影响ꎮ 国家身份在历史中形成ꎬ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ꎬ故仅运用国家身

份作为自变量有时难以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ꎮ⑥

因此ꎬ从国家身份特征或身份张力等角度考察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的相关研究ꎬ

可能仅是对土耳其外交的诠释ꎬ而非对“土耳其外交为何转变”这一问题的解释ꎮ 不

过ꎬ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理论中认为:“身份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ꎬ根植于行为

体的自我领悟从身份形成的角度看ꎬ个体自我持有的身份观念还需得到他者的承

３４１　 偏离“欧洲化”:身份管理策略视角下的土耳其外交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刘云:«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ꎬ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２、８４ 页ꎮ
Ａｌｉ Ｂａｂａｃａｎꎬ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ｉｍｅ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１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１６－２０ꎬ ｑｕｏｔｅ ｆｒｏｍ Ａｎｄｒé

Ｂａｒｒｉｎｈａꎬ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１９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１７４.

参见 Ｓｅｎｅｍ Ａｙｄıｎ－Ｄüｚｇｉｔꎬ “Ｄ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ＫＰ’ｓ 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ꎬ” Ｓｏｕ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４５－５８ꎮ

个体对显著他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ｏｔｈｅｒｓ)的认定及显著他者对个体行为塑造的影响ꎬ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ꎬ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ꎬ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ꎬ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２１７－２１９ꎻ对土欧双方自我(Ｓｅｌｆ)与他
者(Ｏｔｈｅｒ)关系的讨论ꎬ参见 Ｉｖｅｒ Ｂ. Ｎｅｕｍａｎｎꎬ 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３９－６３ꎮ

Ａｙşｅ Ｚａｒａｋｏｌꎬ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ｆｅａｔ: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ｏ Ｌ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３－８.

王志、王梅:«国家身份、国内政治与地缘博弈———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探析»ꎬ载«俄罗斯研究»ꎬ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４５ 页ꎮ



认才能在社会中产生实在意义”ꎬ①这是因为身份的建构和变化具有主体间性ꎮ 温特

的论述表明ꎬ身份的形成需要经历自我建构和他者承认的互动过程才能实现ꎮ 温特对

身份形成过程中“互动”因素的强调ꎬ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家身份在既有分析框架

中强调内在性因素的局限ꎬ从而为本文解释框架的构建指明了方向ꎮ

三　 理论选择与解释框架的构建

(一)理论选择及其适用性

本文解释框架的构建将主要基于社会认同理论(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ꎬ并在此基

础上对身份管理策略中的相关变量进行重新界定ꎬ以使其符合可操作化的原则ꎮ 社会

认同理论由英国社会学家塔菲尔(Ｈｅｎｒｉ Ｔａｊｆｅｌ)及其弟子图纳(Ｊｏｈｎ Ｃ. Ｔｕｒｎｅｒ)提出ꎬ

最早出现于群体间行为及族群中心主义的相关研究中ꎬ旨在解释内群体( Ｉｎｇｒｏｕｐ)与

外群体(Ｏｕｔｇｒｏｕｐ)在社会认同上的差异如何造就偏见、冲突等一系列群体间社会行为

的现象ꎮ②

之所以选用社会认同理论作为本文解释框架构建的理论基础ꎬ原因有三:第一ꎬ在

建构主义的理论假定下ꎬ国家会关注其地位、身份的变化ꎮ③ 因此ꎬ社会群体会表现出

对积极的社会地位与独特身份的追求ꎬ国家同样也具有对积极地位、自尊与身份承认

的追求ꎮ④ 第二ꎬ大量历史研究已经证明ꎬ从奥斯曼帝国开始ꎬ土耳其便一直追求融入

欧洲ꎬ并希望借助与欧洲国家关系的维持、促进国内的“文明化”与现代化ꎮ⑤ 这意味

着在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中ꎬ欧洲是较强势的一方ꎬ土耳其则是较弱势的一方ꎻ二者之

间体现出鲜明的国家身份边界的区隔ꎬ即文明与野蛮、世俗与宗教、现代化与非现代化

等ꎮ 目前ꎬ土耳其仍未放弃加入欧盟ꎬ这也意味着土欧之间基于“土耳其能否成为‘欧

洲国家’”这一问题的身份联系将继续存在ꎮ 第三ꎬ土耳其融入欧洲的目标至今尚未

实现ꎬ且欧洲国家一直将土耳其看作欧洲与非欧洲世界之间守门人(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和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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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文明的局外者(Ｏｕｔｓｉｄｅｒ)ꎮ① 故土欧双方围绕身份追求与身份承认之间的矛盾与冲

突ꎬ可被视作社会认同理论中所描述的不同群体间的互动ꎮ 除此以外ꎬ土耳其国家身

份建构中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因素在先前研究中鲜有提及ꎬ而社会认同理论中对强势群

体与弱势群体间行为的关注则突出了身份建构中的互动因素ꎮ 因此ꎬ从社会认同理论

出发考察土耳其外交偏离“欧洲化”的转型过程ꎬ或许能为我们解释该问题带来新的

理论启发ꎮ

(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启示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ꎬ个体会以积极区分的原则强调内群体的优势地位ꎬ通过社会

分类(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与社会比较(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形成群我意识ꎮ② 社会分类

是指依据群体的不同特征ꎬ区分内外两种群体身份ꎬ并将自我意识赋予内群体ꎬ从而形

成群体内部的相似性(我们都相同)与群体外部的差异性(我们与他们都不同)ꎬ③这

是社会认同形成的第一阶段ꎮ 为了保持群体身份的优越性、增强群体内部自尊ꎬ群体

成员倾向于将内群体身份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从而形成对自我的积极评价ꎬ这构成了

社会认同的第二阶段ꎬ并使个体对认同的感觉更加真实ꎮ④ 然而ꎬ群体之间通常存在

着地位、权力和威望的巨大差异ꎬ这造就了群体间进行社会比较时存在身份地位的不

平等ꎬ并促使不同群体在寻求自我认同时采用不同的策略ꎮ⑤ 强势群体在进行社会比

较时会巩固内群体身份和地位优势ꎬ凸显其优越性ꎬ以提升自尊ꎻ弱势群体则会通过保

持与强势群体的身份联系ꎬ以维持或提高其社会认同ꎮ 在此过程中ꎬ弱势群体往往会

采取社会流动(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社会竞争(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和社会创造(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ａ￣

ｔｉｖｉｔｙ)三种身份管理策略ꎮ⑥

在弱势群体不断寻求与强势群体的身份联系以提高其社会认同的理论假定下ꎬ三

种身份管理策略的选择取决于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关系性质的感知ꎬ并可用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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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变量加以区分: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①、群体地位的合理性( ｌｅｇｉｔｉ￣

ｍａｃｙ)与群体间差异的稳定性(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ꎮ② 当群体边界可渗透性高ꎬ即弱势群体有较

大的可能性穿越群体边界并融入强势群体时ꎬ弱势群体通常会采取社会流动的身份策

略ꎻ当群体边界可渗透性低ꎬ但群体间关系被看作合理的且群体差异相对稳定时ꎬ弱势

群体将会寻找新的身份维度或与更低一级的社会群体进行群体间比较ꎬ即社会创造ꎻ

当群体间关系被看作不合理且群体差异变化大时ꎬ弱势群体往往认为自身处于不安全

的情况下ꎬ从而导致两个群体发生激烈的直接冲突ꎬ亦即社会竞争ꎮ③ 其关系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社会认同理论中群体身份管理的体系、策略及其分类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社会认同理论虽然揭示了群体间行为的动因及身份管理策略ꎬ并被一些国际关系学

者运用到了国际关系方法论、④国家地位寻求与身份管理⑤等问题的研究中ꎬ但在其理论

构建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ꎮ 其一ꎬ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虽然明确了社会流动与社会

变革两大体系之间的选择差异ꎬ但塔菲尔等人并未对社会变革体系下社会创造与社会竞

争的具体策略选项进行明确的区分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过社会流动进入内群体

６４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在此有必要区分群体边界的渗透性与可渗透性二者的区别ꎮ 群体边界的渗透性强调内外群体间的客观
差异与标准ꎻ可渗透性则更加强调弱势群体对穿越群体边界可能性的看法ꎮ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ꎬ第 ４７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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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选择是最优路径的理论假象ꎮ① 其二ꎬ群体地位合理性与群体差异的稳定性之间

存在难以分割的内生性关联ꎮ 当弱势群体认为群体间地位分配不合理时ꎬ自然会寻求地

位的变更ꎬ这也意味着群体差异的稳定性会发生显著变化ꎮ 因此ꎬ对于社会变革体系下

不同策略选择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ꎬ仅凭群体地位合理性与群体差异的稳定性这两个变

量难以进行合理澄清ꎬ故需要在此基础上对变量进行重新界定ꎮ

(三)解释框架的构建

针对社会认同理论中关于社会流动与社会变革体系下相关变量因素分析的不足ꎬ本

文尝试从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需求出发ꎬ对其进行适当完善ꎬ以此构建本文的解释框架ꎮ

首先ꎬ对于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这一变量ꎬ塔菲尔等人认为ꎬ可渗透性的高低决定

了弱势群体在社会流动体系与社会变革体系之间的选择ꎮ 对于欧盟这类超国家主权

实体来说ꎬ其边界范围与欧盟内部长时段形成的制度、法律以及成员规范有关ꎻ群体边

界一旦确定ꎬ便具有独立于该群体成员之外的稳定性ꎮ② 因此ꎬ在国际关系中ꎬ这类主

权实体的群体边界通常是确定的(即常量)ꎬ衡量这类群体边界可渗透性高低的因素

在于弱势群体(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对强势群体边界(欧盟扩员可能性)的感知ꎮ 当

弱势群体感知到群体边界的扩员信号时ꎬ弱势群体将会认为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高ꎻ

反之ꎬ如果弱势群体感知到群体边界固化的信号或意识到融入强势群体的困难增加ꎬ

则会认为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低ꎬ并最终导致弱势群体放弃社会流动的策略ꎬ转而在

社会变革体系下寻求突破ꎮ 除此以外ꎬ社会流动策略成功与否ꎬ还取决于强势群体对

弱势群体改造自身身份过程中的承认或蔑视ꎬ这也体现了身份关系建构过程中自我持

有信念与他者承认之间的互动与张力ꎮ③

其次ꎬ在社会认同理论中ꎬ塔菲尔和图纳将群体间地位的合理性定义为不同群体

接受地位结构合法性的程度ꎬ而将地位差异的稳定性定义为实现群体地位替代的可能

程度ꎮ 基于此ꎬ他们提出一个理论假设:弱势群体是否采用社会竞争策略ꎬ取决于群体

间地位结构是否被认为是不稳定和不合理的ꎮ④ 这样的理论假设会产生一个后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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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体系下ꎬ强势群体会认可并维护现有地位结构ꎬ因为这一结构对其提升内群

体自尊更有利ꎻ而弱势群体则会因此而感受到来自不平等地位结构的歧视ꎮ① 为了消

除歧视对内群体认同的不利影响ꎬ弱势群体会转向对自我身份进行改造ꎮ 如果强势群

体承认弱势群体在身份改造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效ꎬ则意味着弱势群体社会创造策略的

成功ꎻ②否则ꎬ弱势群体会经历被蔑视的体验ꎬ从而导致其对现有地位结构的不满ꎬ并

在原有身份地位的基础上与强势群体展开竞争ꎬ甚至爆发冲突ꎮ 这是因为通过承认与

蔑视的斗争(冲突)可以让主体间形成一种共同的理性情感ꎬ从而使弱势群体的主体

要求得到理解ꎮ③ 由此可见ꎬ社会变革体系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所采取的承认或蔑

视态度ꎬ决定了群体间地位结构的合理性与稳定性ꎻ同时ꎬ这也是影响弱势群体采取社

会创造抑或社会竞争策略的决定性因素ꎮ

最后ꎬ在确定强势群体所持态度对社会变革体系下弱势群体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影

响后ꎬ我们仍需解决一个问题:在社会流动体系下ꎬ如果边界可渗透性高ꎬ但弱势群体

仍然面临强势群体对其身份改造的蔑视ꎬ弱势群体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策略? 这一点

在塔菲尔等人的社会认同理论中并未得到充分讨论ꎮ 现有研究认为ꎬ身份的蔑视必然

意味着反抗ꎻ因此ꎬ在这种情况下ꎬ对弱势群体身份的蔑视仍会招致反抗ꎬ只是激烈程

度与被蔑视身份的显著性有关ꎮ④ 不过ꎬ边界可渗透性高意味着弱势群体认为自身仍

有极大可能实现群体边界的跨越ꎬ只是自我身份之改造尚未得到强势群体的认可ꎮ 弱

势群体仍会相信存在社会流动的可能ꎬ但在这一过程中ꎬ为了保持自我身份叙事的连

续性ꎬ以维护本体安全ꎬ⑤其追求社会流动的行为将会变得格外谨慎ꎮ⑥

综上所述ꎬ通过对社会认同理论中身份管理策略三组变量的讨论与反思ꎬ我们从

８４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Ｊｏｈｎ Ｃ. Ｔｕｒｎｅｒ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ꎬ”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５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７５ꎬ ｐｐ.１３－１７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Ｈｏｇｇ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Ａｂｒａｍｓ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ｐ.５０.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ꎬ胡继华译ꎬ曹卫东校ꎬ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第 ３９ 页ꎮ

角色身份被蔑视后反应最激烈ꎬ其次是个体身份ꎬ最后是类属身份ꎻ参见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
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ꎬ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３３－１３６ 页ꎮ

社会学中本体安全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认同连续性与物质环境恒常性之信心ꎮ 个体对本体安全的需
求ꎬ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ꎬ田禾译、黄平校ꎬ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第 ８５－８７ 页ꎮ 国家对维
护自身本体安全同样非常重视ꎬ参见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ｉｔｚｅｎꎬ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ｔａ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１２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３４１－３７０ꎮ

前景理论认为ꎬ由于存在禀赋效应ꎬ个体往往珍视既得收益而厌恶损失ꎻ当追求新收益的行为可能导致
既有收益损失时ꎬ个体将会采取保守谨慎的措施ꎬ以维持现状ꎮ 前景理论主要观点的论述及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
运用ꎬ参见林民旺:«国际关系的前景理论»ꎬ载«国际政治科学»ꎬ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ꎬ第 １０５－１０８ 页ꎻＪａｃｋ Ｓ. Ｌｅｖｙꎬ
“Ｌｏｓｓ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ꎬ Ｆｒａｍ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１７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１８１－１８５ꎮ



中找到了两组关键的变量:其一ꎬ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高或低)ꎻ其二ꎬ强势群体对弱

势群体身份改造的态度(承认或蔑视)ꎮ 吉登斯认为ꎬ所有社会互动都是情境定位的

互动ꎬ①因此身份及群体边界的互动都要处于具体的情境之下ꎮ 由此ꎬ在原有社会认

同理论的三种身份管理策略的基础上ꎬ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分

析国家身份管理策略ꎬ进而形成本文的四个理论假设(见表 １):(１)群体边界的可渗

透性高ꎬ且弱势群体的身份改造努力得到强势群体的承认时ꎬ弱势群体将会采取身份

融入的策略ꎬ即放弃原有身份ꎬ全力使自身融入目标群体ꎻ(２)当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

高ꎬ但弱势群体的身份改造遭到强势群体的蔑视时ꎬ弱势群体出于维持自我身份延续

性的需要ꎬ将会采取身份护持策略ꎬ即重视对已有身份的延续与保护ꎬ谨慎地追求目标

身份ꎻ(３)当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低ꎬ但弱势群体的身份改造得到强势群体的承认时ꎬ

弱势群体将会采取身份创造策略ꎬ即与更低一级的群体进行比较或构建一种新的身

份ꎻ(４)当群体边界可渗透性低ꎬ且弱势群体的身份改造遭到强势群体的蔑视时ꎬ弱势

群体将采取身份竞争策略ꎬ即与强势群体进行竞争ꎬ甚至是发生冲突ꎬ以此彰显自我身

份的独特性ꎮ

表 １　 身份管理的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身份改造的态度

承认 蔑视

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
高 身份融入 身份护持

低 身份创造 身份竞争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下文将运用上述分析框架对冷战以来(１９４５－２０２１ 年)土耳其与欧盟身份地位关系

的变迁进行分析ꎬ以说明土耳其偏离“欧洲化”外交转型的基本历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ꎮ

四　 重释土耳其对欧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

在运用上文构建的分析框架进行论述前ꎬ有必要对土耳其对欧外交的阶段划分及

其依据进行必要说明ꎮ 本文认为ꎬ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对欧外交可分为四个阶段ꎬ并

可用三个关键节点加以区分ꎮ 首先ꎬ以 １９９１ 年冷战结束为标志ꎬ土耳其对欧洲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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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安全方面的战略价值下降ꎬ而原苏东地区国家的战略价值却在上升ꎮ 因此ꎬ对比

１９９１ 年前后两个时期ꎬ欧洲国家对土耳其入盟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ꎮ 其次ꎬ以 ２０１１

年中东变局为标志ꎬ土耳其强势回归中东ꎬ西方对土耳其内政外交的批评声音逐渐增

多ꎮ 因此ꎬ相比于 ２０１１ 年前土耳其积极推进入盟谈判及奉行与邻国“零问题”的谨慎

外交ꎬ２０１１ 年后土耳其对西方世界的认知发生明显变化ꎬ并开始与美国和西方在中东

地区展开权力角逐ꎮ 最后ꎬ以 ２０１５ 年为界ꎬ之后的土耳其外交更加独树一帜ꎬ其与西

方世界的关系非但未得到修复ꎬ反而进一步恶化ꎮ① 如欧盟斥责土耳其国内政治变动

是“民主倒退”ꎬ土耳其入盟进程停滞ꎬ土美、土欧关系恶化ꎬ矛盾凸显ꎮ 不过ꎬ需要指

出的是ꎬ一国外交的阶段性划分及其分界点有时会较为模糊ꎬ前后阶段之间的区分可

能不会一目了然ꎮ 鉴于此ꎬ当前土耳其对欧外交的阶段划分主要依据国内外学者们的

基本共识ꎬ以及本文基于事态变化所做的观察和总结ꎮ

(一)身份融入:地处中东的“欧洲国家”(１９４５－１９９１ 年)

早在青年土耳其党(Ｙｏｕｎｇ Ｔｕｒｋｓ)时代ꎬ土耳其国内普遍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不

可能有一种独立、现代而又与众不同的伊斯兰文明ꎮ ‘文明ꎬ指的就是欧洲的文

明’”ꎮ② 因此ꎬ土耳其始终希望获得“欧洲国家”身份并实现“欧洲化”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出于对缓解国内经济困境的需求ꎬ土耳其迅速向美国靠

拢ꎬ并希望得到来自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ꎮ 这一时期ꎬ土耳其国内主要是以军方、共

和人民党为代表的凯末尔主义与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世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争

斗ꎮ 这两种政治力量虽然对国家道路的选择有所分歧ꎬ但都认同通过融入欧洲的方式

实现“西方化”的目标ꎮ 美苏冷战开始后ꎬ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ꎬ土耳其坚定倒向

西方阵营ꎬ并对北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ꎮ③ １９４８ 年北约筹备成立时ꎬ土耳其就表明了

加入的意愿ꎬ然而英美两国并未立刻将其纳入北约的联盟框架下ꎮ 在英美等国看来ꎬ

“土耳其既不属于西欧ꎬ也不属于大西洋”ꎮ④ １９５０ 年ꎬ朝鲜战争爆发ꎬ美苏冷战出现

激化趋势ꎬ土耳其开始被视为“一个在西方联盟中可直接抵御苏联威胁”的国家ꎬ其

“欧洲国家”身份被西方阵营国家所强调ꎮ⑤ 因此ꎬ当土耳其表示支持派遣联合国军入

朝作战ꎬ并派出一个土耳其团后ꎬ遂于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成为北约成员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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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ꎬ北约成员国身份的获得ꎬ仅仅是欧洲国家缓解冷战压力的权宜之策ꎬ而非对土

耳其欧洲身份的真正接纳ꎮ 从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看ꎬ将土耳其纳入北约一方面是应对

苏联军事威胁的需要ꎬ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北约的政治吸纳给土耳其带来欧

洲国家的“民主”ꎬ以此抵挡苏联意识形态的侵入ꎮ① 冷战期间北约成员国身份的获得ꎬ

标志着土耳其被西方世界接纳为在军事和安全层面具有欧洲身份的新成员ꎬ并与欧洲国

家形成了阶段性的安全共同体ꎬ其“欧洲化”的目标暂时取得突破ꎮ “在土耳其看来ꎬ西

方文明的捍卫者已经证明:他们(土耳其)最终被接受并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ꎮ”②

冷战期间ꎬ除了在军事安全领域将土耳其纳入西方阵营ꎬ美欧也试图在经济领域

吸纳土耳其ꎮ 然而ꎬ由于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水平难以达到欧洲国家标

准ꎬ这一过程颇为艰难ꎬ但土耳其对此仍存较高期望ꎮ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ꎬ土耳其向欧洲经

济共同体提出加入申请ꎬ并于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签署«安卡拉协议» (Ｔｈｅ Ａｎｋａｒａ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ꎮ 这标志着土耳其与欧洲国家确定了以建立部分商品关税联盟为目标的贸易关

系ꎮ «安卡拉协议»虽然明确指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将为土耳其敞开大门ꎬ但没有做出

任何实质性的承诺ꎬ只是为土耳其“经济入欧”制定了愿景规划ꎮ 不过ꎬ土耳其政治精

英却对这份协议大为赞赏ꎬ并认为协议的成功签署等同于欧洲国家再次确认了土耳其

的西方身份ꎮ③ 在«安卡拉协议»谈判期间ꎬ欧洲国家表现出的两种现象也极大地鼓舞

了土耳其对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决心:其一ꎬ出于对西方意识形态扩散的支持ꎬ多数

西欧国家媒体对土耳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事表示赞许ꎻ其二ꎬ１９５９ 年 ８ 月ꎬ时任

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埃哈德(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访问土耳其ꎬ在与时任总理曼德列斯(Ａｄ￣

ｎａｎ Ｍｅｎｄｅｒｅｓ)会谈时ꎬ承诺将尽全力确保土耳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ꎮ④

然而ꎬ有关“经济入欧”的谈判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持续到 ８０ 年代ꎬ土耳其仍未能成为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正式成员ꎬ仅在关税、贸易等方面与欧洲建立了临时性的互惠联系ꎮ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ꎬ自 １９６１ 年以来ꎬ土耳其国内平均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

军事政变ꎬ尤其是 １９８０ 年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埃夫伦(Ｋｅｎａｎ Ｅｖｒｅｎ)发动的军事政变使

得欧洲国家对其民主制度产生疑虑ꎬ土耳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进程中断ꎻ其二ꎬ１９７４

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招致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ꎬ使得欧洲国家暂缓发展与土耳其的经

济关系ꎮ 不过ꎬ１９７９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打破了苏联与西方阵营出现的缓和趋势ꎬ由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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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ꎬ欧洲人再次意识到土耳其在抵御苏联威胁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作

用ꎮ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欧洲国家对土国内政治弊端采取容忍态度ꎬ无论是民选政

府还是军政府当选ꎬ西方世界都将土耳其视为一个“欧洲国家”ꎮ

综上所述ꎬ由于在冷战期间面临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ꎬ为确保土耳其不倒向社会主

义阵营ꎬ欧洲国家对土耳其追求“欧洲身份”的诉求采取了承认的态度———在政治上将

土耳其纳入北约的联盟体系、在经济上展开与其建立关税联盟的谈判ꎮ 尤其是«安卡拉

协议»的签订使土耳其意识到ꎬ一旦满足加入相关条件ꎬ就可能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

国ꎮ② 因此ꎬ历届土耳其政府对中东及周边地区事务大多采取中立和克制态度ꎬ继续奉

行“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原则ꎬ并着力推进国内政治经济改革ꎬ确保能如期加入欧共

体ꎮ 即便北约在土塞冲突中对土耳其颇有微词ꎬ但土耳其政府仍然积极谋求与欧共体的

防务一体化ꎮ 这些做法表明ꎬ土耳其“从未打算修改他们对北约的最初看法和态度”ꎮ③

１９８１－１９８６ 年ꎬ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先后加入欧共体ꎬ仍处于“经济入欧”谈判层面的土

耳其看到欧共体扩员的政治机会ꎬ遂于 １９８７ 年向欧共体提出了加入的申请ꎮ 然而直至

１９８９ 年ꎬ这一申请才得到欧盟委员会的正式回应ꎮ 由于恰逢东欧剧变ꎬ欧共体的注意力

集中于东欧地区ꎬ故土耳其加入欧共体的事宜“被推迟到更有利的时期ꎬ理由是土耳其国

内混乱的经济和政治局势ꎬ以及由于塞浦路斯冲突而与希腊的关系存在问题”ꎮ④ 这段

时期土耳其身份融入策略的影响因素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土耳其采取身份融入策略的影响因素

态度:承认 可渗透性:高

•１９５２ 年取得北约成员国身份

•美欧将土耳其视为“一个在西方联盟中可直

接抵御苏联威胁”的国家⑤

•１９６３ 年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安卡拉协

议»ꎬ逐步建立关税同盟

策略:身份融入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二)身份护持:“欧亚桥梁”与中东事务的参与者(１９９２－２０１０ 年)

随着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ꎬ土耳其在冷战期间作为欧洲安全屏障的作用不复存在ꎮ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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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欧洲国家来说ꎬ土耳其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下降ꎮ 冷战后期ꎬ南欧三国加入欧共体使得

“欧洲身份”的属性发生变化ꎬ并促使欧共体更加强调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法治的重视ꎮ①

因此ꎬ当 １９８７ 年申请加入欧共体时ꎬ土耳其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更加重视“民主”的
“新欧洲”ꎮ 然而ꎬ土耳其基本没有注意到欧共体在扩员政策上重心的转变ꎬ相反ꎬ其
继续强调加入欧共体的经济方面的因素ꎮ② 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土耳其加入欧共

体(欧盟)的努力遭到欧洲国家的蔑视ꎮ
从 １９９３ 年哥本哈根首脑峰会到 １９９７ 年卢森堡峰会ꎬ土耳其均未能如愿成为欧盟

候选成员国ꎬ这加剧了其失衡心理ꎮ 在此时期ꎬ欧盟先后承认了原苏东地区国家的候

选成员国地位ꎬ并对欧盟扩员条件增加了“稳定的民主、维护法治、尊重人权和保护少

数民族权利”等方面的限制ꎮ 土耳其认为:“这些(原苏东地区)国家几年前还处于敌

对国家的阵营中ꎬ且国家经济发展指标明显低于土耳其ꎮ”③因此ꎬ欧盟对土政策造成

土耳其的强烈不满ꎮ 时任副总理耶尔马兹甚至威胁ꎬ如果欧盟不改变态度ꎬ土耳其将

撤销其入盟申请ꎮ④ 面对欧洲国家对土耳其融入欧洲进程的蔑视与否定ꎬ时任总统厄

扎尔(Ｔｕｒｇｕｔ Öｚａｌ)认为:“土耳其的国家身份有两个维度ꎬ即东方和西方ꎮ 土耳其这两

个同样强大的身份维度必须结合起来ꎬ其中一个身份的实现不应该以牺牲另一个为代

价ꎮ 土耳其应该是东方和西方都不可或缺的力量”ꎮ⑤ 厄扎尔的这一表态ꎬ重申了土

耳其的国家身份应是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桥梁”ꎬ而非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国家”ꎮ 这

可以理解为土耳其在追求“欧洲国家”身份未果后ꎬ对自身原有“桥梁国家”和“欧亚国

家”身份的保护与延续ꎬ亦成为正发党政府上台后重新经略中东及高加索地区的战略

纵深主义外交思想的前奏ꎮ
不过ꎬ在否决土耳其的入盟申请后ꎬ欧盟仍然为其未来加入留存了可能性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５ 年欧盟与土耳其签订«关税同盟条约»ꎬ在经济一体化方面肯定了土耳其自厄扎

尔政府以来所施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欧盟赫尔辛基峰会召开ꎬ土耳其

不仅受邀与会ꎬ而且获得了欧盟候选成员国的资格ꎮ 通过这次峰会ꎬ欧盟再次明确了

土耳其融入欧洲的可能性ꎬ并愿意为土耳其提供与其他候选国平等的经济和技术援

助ꎮ⑥ 欧盟在世纪之交重申土耳其入盟的可能性ꎬ促使土耳其在 ２１ 世纪初仍然按照

入盟的既定目标行事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间ꎬ土耳其议会针对欧盟的要求进行两次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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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宪ꎬ并批准了七套涉及政治民主化与人权问题的制度性改革措施ꎬ①不过这仍未

达到欧盟的预期标准ꎮ
欧盟为土耳其入盟进程设置的严苛条件ꎬ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耳其对“欧洲

化”态度的转变ꎮ ２００２ 年底召开的欧盟首脑峰会指出ꎬ入盟的正式谈判只会在土耳其

国内政治和社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后才会开始ꎮ 自 ２００２ 年起ꎬ欧盟委员会定期针对

土耳其改革的进展情况发布«土耳其加入欧盟进展报告»ꎬ②对土耳其人权、民主状况

等问题进行批评ꎬ以此延后其入盟进程ꎮ 与此同时ꎬ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脱颖而出ꎬ获
得单独组阁权ꎮ 面对欧盟对土耳其入盟谈判的一再拖延ꎬ时任总理埃尔多安虽然明确

表示将在任期内全力推进改革ꎬ确保如期开展入盟正式谈判ꎬ但正发党治下土耳其的

外交话语逐渐开始发生转变ꎬ这主要体现为:土耳其谋求“欧洲化”的话语表述由“加
入当代(欧洲)文明”转向“(奥斯曼与欧洲)文明的联盟”ꎮ③ 这种转变反映了土耳其

认为奥斯曼文明加入欧洲文明是对后者的完善与发展ꎬ而非简单的融入与被同化ꎬ同
时也凸显了正发党“新奥斯曼主义”的政治属性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ꎬ正发党治下

土耳其身份特征的界定首先是基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伊斯兰文明ꎬ其次才是追

求“欧洲国家”身份ꎮ
相比于先前土耳其政府对欧洲身份的执着追求ꎬ正发党主导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

体现出强调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奥斯曼历史文化遗产的特点ꎮ 这既是对厄扎尔时代

外交路线的继承ꎬ也体现出更加明显的“奥斯曼主义”色彩ꎮ④ 二者都表明土耳其对自

身已有身份属性的保护与延续ꎬ亦即身份护持ꎮ 因此ꎬ在入盟谈判推迟和达武特奥卢

战略纵深主义外交思想的影响下ꎬ土耳其开始重新强调欧洲与中东之间的“桥梁”身
份ꎬ并表现出主动发挥自身影响力介入地区事务的强烈意愿ꎮ 换言之ꎬ面对入盟进程

受阻ꎬ土耳其认为ꎬ“在积极行动中ꎬ中东与欧洲之间的中介身份将能够转化为一种无

形的外交资产ꎬ并为土耳其扩大其区域影响力提供新的机会”ꎮ⑤ 不过ꎬ这一时期土耳

其对入盟谈判前景仍然比较乐观ꎬ希望通过重拾“桥梁国家”的身份确保其在西方世

界中的地位ꎬ⑥以实现“欧洲化”的目标ꎮ 正如达武特奥卢所言:“土耳其开展积极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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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目的是要与西方国家在发展外交关系时拥有更大的谈判筹码ꎮ”①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间ꎬ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虽然凸显原有“奥斯曼主义”的一些特征———积极介入西巴

尔干、高加索、中东等地区事务ꎬ但总体而言仍较为谨慎ꎬ主要表现为与周边邻国发展

关系和在地区争端中发挥建设性作用ꎬ例如与希腊就北塞浦路斯问题进行广泛协商、
与中东地区叙利亚等国开展水资源合作、与宿敌亚美尼亚和保加利亚谋求关系正常

化ꎬ以及在巴以冲突、俄格冲突中的调停斡旋等ꎮ
身份护持策略下外交政策重心的转变虽然实现了土耳其外交多维度、多样化的发

展ꎬ并与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粗暴干涉中东事务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ꎬ赢得了

部分中东国家的好感ꎬ但却导致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战略东移”的怀疑ꎮ② 这在一定程

度上加剧了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排斥ꎬ从而使土耳其“欧洲化”进程再度受挫ꎮ 这段

时期土耳其身份护持策略的影响因素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土耳其采取身份护持策略的影响因素

态度:蔑视 可渗透性:高

•入盟标准由重视经济因素改为强调“民主、
人权、法治”等政治因素③

•在入盟谈判中将土耳其与原苏东地区国家

区别对待④

•西方对土耳其偏离“欧洲化”的质疑⑤

•１９９５ 年土欧双方签订«关税同盟条约»
•１９９９ 年赫尔辛基峰会给予土耳其候选成员

国身份

•２００５ 年欧盟正式开启土耳其入盟谈判

策略:身份护持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三)身份创造:“民主样板”与地区领导者(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０５ 年ꎬ虽然欧盟与土耳其正式开启了入盟谈判ꎬ但法德两国保守政府的先后执

政使得欧盟内部反对土耳其入盟的声音加大ꎬ故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间土欧双方谈判进展

缓慢ꎮ 在谈判过程中ꎬ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土耳其充满敌对情绪ꎬ⑥促使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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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得不重新反思“土耳其真的是欧洲人吗?”这一问题ꎮ① 除此以外ꎬ欧洲国家对土

耳其国内民主政治和公民权利保障等方面的指责更加激怒了正发党政府ꎬ并导致正发

党精英对欧盟的认知逐渐恶化ꎮ 例如在该党的官方话语中ꎬ欧盟被描述为“土耳其政

治的入侵者”和“本质上具有歧视性的政治体”ꎮ② 与此同时ꎬ土耳其民众中对于欧盟

的认知也出现倒退的趋势ꎮ ２０１１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ꎬ一些土耳其人认为“欧洲人是

现实且自私的ꎬ我们是一个优先考虑某些道德价值观和重视所有公民的国家ꎮ 我们有

一个更文明、更自由、更好的社会”ꎮ③ 正发党精英和土耳其普通民众对欧盟认知的倒

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ꎬ正发党治下的土耳其对加入欧盟的期待降低ꎮ
不过ꎬ由于多年来入盟谈判及国内政治民主化改革ꎬ土耳其已经与西方世界建立

了相当多的制度性联系ꎬ因此也被视作西方世界在中东地区的延伸ꎮ④ 部分西方媒体

甚至将土耳其盛赞为一个“有效地整合伊斯兰教与民主ꎬ且经济充满活力的样板”ꎮ⑤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世界对土耳其政治改革成效的认可ꎬ也是对“温和伊斯兰

民主”制度与“土耳其模式”的承认ꎮ
２０１１ 年中东变局导致地区局势持续动荡ꎮ 在入盟希望渺茫且国内对欧洲身份认

知倒退的情况下ꎬ土耳其开始借助中东变局为其标榜新的大国身份ꎬ即进行身份创造ꎮ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ꎬ凭借与西方长期存在的制度性联系ꎬ面向中东伊斯兰世

界鼓吹“土耳其模式”的优越性ꎻ⑥其二ꎬ外交政策“向东看”ꎬ在中东、中亚及高加索等

地区加大外交介入ꎮ 前者是为了巩固自身中东“伊斯兰民主国家”的身份ꎬ后者则是

为了确立在伊斯兰世界和突厥语世界中的“领导者”身份ꎮ
相比于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ꎬ土耳其一直认为自己离欧洲更近ꎬ也更具有国家制

度的先进性ꎮ 因此ꎬ中东变局开始后ꎬ土耳其最初表示支持并将其看作中东人民为各

自国家追求良治所做的努力ꎮ 时任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甚至认为“‘阿拉伯之春’将
有利于结束冷战残留在中东地区的旧秩序ꎬ并与当今主流世界观产生共鸣”ꎮ⑦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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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中东变局的积极看法ꎬ土耳其试图将自身确立为“中东新秩序的建立者”ꎬ并在

中东地区推广所谓“温和伊斯兰民主”的政治价值观ꎬ以帮助中东国家实现所谓的“民
主化”ꎮ 中东剧变后ꎬ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先后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进行访问ꎬ致力

于在这些国家内部发展“土耳其模式”、推广“土式民主”ꎮ 为了巩固中东地区“民主样

板”的国家身份ꎬ土耳其甚至认为“为了在安全和自由之间取得平衡ꎬ‘零问题’外交应

该符合民主国家的价值观”ꎮ① 因此ꎬ叙利亚危机爆发后ꎬ土耳其一改之前对巴沙尔政

府的温和态度ꎬ开始对其政权合法性进行批评ꎬ并敦促巴沙尔推进民主化改革ꎬ与叙利

亚反对派实现权力共享ꎮ 土耳其对叙外交政策的转变导致 ２００２ 年以来逐渐缓和的土

叙关系再度恶化ꎬ有关库尔德人问题逐渐上升为两国间的主要矛盾ꎬ并使土耳其南部

库尔德人聚居区面临分离主义的危险ꎮ
入盟谈判进程受阻后ꎬ土耳其外交中的“怀旧”因素更加明显ꎬ更为强调奥斯曼帝

国历史、文化和宗教元素ꎮ② 通过强调原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纵深与地理纵深ꎬ时任外

长达武特奥卢认为可以借此创造世界上与众不同的文明ꎬ从而确立土耳其“全球性大

国”的身份ꎮ③ 达武特奥卢还声称:“土耳其同时是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里海、
地中海、海湾和黑海国家ꎮ 土耳其的目标并不在于仅维持自身的发展与稳定ꎬ更要为

其邻国和周边地区提供安全和稳定ꎮ”④在经历长期徘徊于欧洲体系边缘的窘境后ꎬ土
耳其自身实力的上升更加令正发党外交决策者决心向东方转变ꎬ这被认为是土耳其

“奥斯曼主义”的回归ꎮ⑤ 除此以外ꎬ土耳其不仅在中东先后扶植突尼斯与埃及两国的

逊尼派伊斯兰势力ꎬ以彰显其“逊尼派领导者”的宗教身份ꎬ还在中亚及高加索地区大

肆鼓动“泛突厥主义”ꎬ不断加强突厥语国家的团结合作ꎬ在意识形态领域鼓吹所谓的

“突厥民族认同”ꎮ ２０１１ 年突厥语国家阿斯塔纳峰会召开ꎬ土耳其企图通过修篡历史

教科书的方式重塑中亚国家的“突厥民族”认同ꎬ俨然一副“突厥民族领导者”的政治

姿态ꎮ 由此可见ꎬ中东变局后推广“土耳其模式”、鼓噪“泛突厥主义”已经成为埃尔多

安与达武特奥卢主导下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并被越

来越多地当作土耳其在突厥语国家和中东地区实现身份创造的工具ꎮ
然而ꎬ随着中东变局的失控ꎬ土耳其所希冀的民主化改革逐渐被中东地区此起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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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的抗议浪潮所掩盖ꎬ甚至呈现出与欧亚地区“颜色革命”相似的特征ꎮ①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盖齐公园爆发反对埃尔多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ꎬ土耳其军警随即镇压ꎬ此举立刻招

致西方国家对土耳其人权和国内政治的新一轮攻击ꎮ 土耳其的入盟进程即被冻结ꎬ与
欧盟的关系也再次陷入低谷ꎮ 与此同时ꎬ叙利亚国内局势的失控使得土叙边境库尔德

人武装力量逐渐壮大ꎬ库区武装不但借助打击“伊斯兰国”势力获得来自美国政府的

援助ꎬ还重新鼓动土耳其南部库尔德人独立运动ꎮ 这使得土耳其认为ꎬ中东变局下其

同时面临政权颠覆、库尔德分离主义及恐怖主义这三重威胁ꎬ并将支持库尔德人武装

的美国政府视为威胁其国家安全的主要敌人ꎮ②

综上所述ꎬ中东变局以来ꎬ土耳其希望实现其在中东地区、伊斯兰世界、突厥语国

家这三个层面的领导者身份ꎬ进而借助中东变局实现地区体系的重构ꎮ 起初ꎬ土耳其

领导者身份的创造主要依靠与欧洲长期存在的制度性联系ꎬ包括支持中东变局、推进

“温和伊斯兰民主”等ꎻ然而 ２０１３ 年盖齐公园抗议事件导致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政治的

干涉加剧ꎬ特别是欧盟冻结入盟谈判在事实上宣告土耳其近十年国内改革的失效ꎮ 在

获得“欧洲国家”身份的努力被不断蔑视的情况下ꎬ为了保持自身战略目标和身份叙

事的连续性ꎬ土耳其不得不暂缓入盟谈判框架下的政治体制改革ꎬ 并着手进行有利于

国家身份建构的政治改革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国内伊斯兰化的复兴和所谓“新奥

斯曼主义”的兴起ꎮ③ 同时ꎬ这也意味着西方世界与土耳其国家身份的边界更

表 ４　 土耳其采取身份创造策略的影响因素

态度:承认 可渗透性:低

•西方在中东变局中将土耳其视作“有效地整

合伊斯兰教与民主ꎬ且经济充满活力的样板”

•入盟谈判进展缓慢④

•法德两国保守派政府执政ꎬ反对土耳其加入

欧盟的声音加大

•土耳其国内对欧洲认知出现倒退⑤

策略:身份创造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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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清晰且逐渐固化ꎬ土耳其将采取更为激进的做法凸显其国家身份的“领导者”特征ꎮ
这段时期土耳其身份创造策略的影响因素如表 ４ 所示ꎮ

(四)身份竞争:与欧洲疏离的“新土耳其”(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１４ 年埃尔多安在首次总统直选中获胜ꎬ为其实现政治抱负扫清了障碍ꎮ ２０１５

年后ꎬ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非但未能回归正轨ꎬ反而更加恶化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６ 年发

生的“７１５”未遂军事政变ꎬ正发党政府认定西方国家借助葛兰运动意图实现土耳其

政权更迭ꎬ土耳其与美国和西方关系陷入更严重的危机ꎮ① 随后ꎬ埃尔多安以此为理

由在军队和政府内部开展肃清行动ꎬ并将葛兰运动等反对派群体清除出国家政权ꎬ从
而加强了对国内社会政治领域的掌控ꎮ “７１５”军事政变的失败也使正发党政府对

土耳其军队的控制得以加强ꎬ这为埃尔多安在国内推动“伊斯兰化”提供了政治上的

激励ꎮ②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土耳其通过有关修改宪法的全民公投ꎬ正式将政治制度从议会

制变为总统制ꎬ并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ꎮ
针对 ２０１６ 年“７１５”未遂军事政变以来土耳其政治的变动ꎬ欧盟国家指责土耳

其出现“民主的倒退”ꎬ已经不符合欧盟候选成员国的标准ꎮ ２０１８ 年总统选举后ꎬ土耳

其完成向总统制的转变ꎻ次年 ２ 月ꎬ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随即通过一项报告ꎬ对土耳其

社会自由与民主法治等方面进行指责ꎬ建议欧盟委员会及欧盟成员国继续暂停与土耳

其的入盟谈判ꎬ并交由欧洲议会进行表决ꎮ③

这一时期ꎬ希腊债务危机的扩散、欧洲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ꎬ以及英国脱欧使得欧

洲一体化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土耳其认识到欧盟内部在身

份认同和利益诉求方面的严重分歧ꎬ且土耳其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获得亦成为欧盟内部

宪政僵局中辩论的焦点ꎮ 这些因素不断向土耳其传递负面信号ꎬ更加弱化了土耳其推

进“欧洲化”的渴望ꎮ④ 通过国内的政治肃清行动ꎬ埃尔多安基本扫清了反对派势力ꎬ
巩固了自身的权力地位ꎮ 尤其是国内自由主义世俗派和军队中的凯末尔主义者ꎬ基本

都在“７１５”军事政变失败后被逐出政治舞台ꎮ 因此ꎬ相比于先前土耳其国内世俗与

伊斯兰两派力量势均力敌的状况ꎬ２０１６ 年之后的两派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ꎬ以正发

党为代表的所谓“温和伊斯兰主义”群体占据土耳其政治与社会的主流ꎮ 这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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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国内长久以来“凯末尔主义治国”思想的终结ꎮ① 由此可见ꎬ在正发党政府的统

治下ꎬ土耳其国家身份中世俗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成分不断减少ꎬ取而代之的则是所谓

的“温和伊斯兰”的意识形态ꎮ 在这样的国家身份驱使下ꎬ凯末尔确立的“欧洲化”原
则对土耳其国家身份的构建似乎不再重要ꎬ而埃尔多安主导下的“伊斯兰化”成为更

重要的身份标签ꎮ 土耳其也势必要显示出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行为与身份特征ꎬ并对

后者产生戒备甚至是敌对的心理ꎮ 因此ꎬ当欧盟再次以制裁威胁试图规约土耳其偏离

西方的外交行为时ꎬ其作用已经不再明显ꎮ②

同时ꎬ土耳其国家身份“伊斯兰化”的国际大背景是西方国家插足中东事务后所

导致的中东乱局ꎬ特别是美国扶植库尔德人武装力量对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极为严峻

的威胁ꎮ 一方面ꎬ经过中东变局的角逐ꎬ土耳其并未扶植起属于自己的逊尼派力量ꎬ在
与沙特和伊朗等老牌中东强国的竞争中仍然无法占据全面优势ꎬ这也导致土耳其实现

中东地区领导者身份的愿望受损ꎻ另一方面ꎬ难民的涌入、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外溢、
库尔德分离主义及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ꎬ都使得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战略转圜

的余地不断缩小ꎬ并再次激发国内既有的“色佛尔恐惧症”(Ｓéｖｒｅｓｐｈｏｂｉａ)③ꎬ即对国家

安全的强烈担忧ꎮ 对土耳其而言ꎬ长期以来国家安全主要依赖于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

和西方国家对其“欧洲国家”身份的认可ꎮ④ 然而ꎬ当诸如北约、欧盟等曾经专属于西

方国家的组织变为一个全球性或泛地区性的组织后ꎬ这些国际组织带给土耳其的认同

感下降ꎬ土美关系的恶化也使土耳其在安全领域断绝了原有国家安全的保护来源ꎮ 这

些变化都导致了土耳其不得不依靠自身力量以确保国家安全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土耳其

国家行为既受到安全因素的驱使ꎬ显示出“安全化”的特点ꎬ例如发动幼发拉底河之盾

等四次越界军事行动ꎬ打击叙伊边境北部的库尔德人武装ꎻ又受到土耳其日益凸显的

伊斯兰身份与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彼此对立的影响ꎬ显示出在中东地区与西方不一致甚

至是背向而行的特征ꎬ例如土美关系因引渡居伦问题恶化、在难民问题上与欧盟国家

失去协调ꎮ⑤ 这不仅是为了维护本国安全ꎬ更是为了显示出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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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将“色佛尔恐惧症”解释为一种“被试图摧毁土耳其国家的敌人包围”的感觉ꎬ这源于奥斯曼帝
国衰落后ꎬ西方列强瓜分土耳其的历史记忆ꎬ参见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Ｊｕｎｇꎬ “Ｔｈｅ Ｓｅｖｒｅ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ꎬ” ｉｎ Ｂｊｏｒｎ Ｍｕｌｌｅｒꎬ ｅｄ.ꎬ 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ꎬ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１３１－１５９ꎮ

Ｔａｒｉｋ Ｏｇ̌ｕｚｌｕꎬ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６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８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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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ꎬ并借以凸显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差异ꎮ

可以预见ꎬ在西方对土耳其的蔑视不断加剧、土耳其对欧盟成员国身份认知出现

倒退的情况下ꎬ土耳其的外交行为将会更加积极主动ꎬ其外交偏离“欧洲化”的转型也

会更加明显ꎮ 这既是对外部威胁的回应ꎬ也是为了在摆脱欧洲国家束缚后ꎬ实现本国

地区领导者乃至“全球性大国”的身份目标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６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ꎬ埃尔多

安不再面临国内世俗派力量的掣肘ꎬ将更能促使正发党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落在实

处ꎮ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ꎬ受到大国宏愿驱使的土耳其还可能将“Ｄ－８”组

织①、“突厥国家组织”、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当作彰显自己大国身份的抓手ꎬ这都是土耳

其意图与美国和西方、俄罗斯、中国进行身份竞争ꎬ强调其“全球性大国”身份的行为

表现ꎮ 这段时期土耳其身份竞争策略的影响因素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土耳其采取身份竞争策略的影响因素

态度:蔑视 可渗透性:低

•欧盟指责土耳其国内政治变动是“民主倒退”②

•西方国家扶植库尔德势力

•美国煽动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国内发动政变

•欧盟内部出现宪制危机ꎬ欧洲一体化显

现巨大的不确定性③

•土耳其国内政治伊斯兰化的趋势使其

与欧洲国家的身份边界更加明晰④

策略:身份竞争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五　 结语

本文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ꎬ尝试以群体

边界的可渗透性和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身份改造的态度作为核心变量ꎬ构建解释土耳

其外交政策转型的理论框架ꎮ 相比于现有研究中以土耳其国家身份的特征、张力等静

态因素分析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的局限性ꎬ本文从土耳其国家身份管理策略出发ꎬ通

过考察冷战以来土耳其“欧洲化”过程中与西方世界尤其是欧盟的关系变化ꎬ突出了

１６１　 偏离“欧洲化”:身份管理策略视角下的土耳其外交转型

①

②

③
④

即“伊斯兰发展中国家八国集团”ꎬ该组织在土耳其前总理埃尔巴坎倡导下建立ꎬ主要包括埃及、伊朗、
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八个国家ꎮ

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Ｕ￣Ｔｕｒｋｅ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ＢＲＩＥ / ２０１８ / ６２８２９０ / ＥＰＲＳ＿ＢＲＩ(２０１８)６２８２９０＿ＥＮ.ｐｄｆꎮ

沈孝泉:«欧盟“生存危机”与西方制度困境»ꎬ载«求是»ꎬ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ꎬ第 ５７－５９ 页ꎮ
参见 Ｇａｒｅｔｈ Ｊｅｎｋｉｎ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Ｗｅｓｔꎬ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Ｅａｓｔ? ｐｐ.１１１－１３９ꎮ



土耳其与欧洲国家在身份建构过程中互动因素的重要性ꎮ 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ꎮ

“帝国灭亡后ꎬ(土耳其)共和国虽然确定其目的ꎬ但却不确定其身份ꎮ”①本文力

图说明ꎬ欧盟对土耳其追求“欧洲国家”身份所持态度的变化和土耳其对自身“欧洲国

家”身份认知的变化ꎬ共同导致了当前土耳其偏离“欧洲化”的外交转型ꎮ 在此过程

中ꎬ土耳其分别采取了身份融入、身份护持、身份创造和身份竞争四种不同的国家身份

管理策略ꎮ 就当前国际形势而言ꎬ欧洲一体化面临诸多困境ꎬ西方国家对土指责和制

裁行为仍出现扩大化的趋势ꎮ 在西方国家持续施加新制裁、②土耳其国内政治改革被

不断否定③的情况下ꎬ土耳其将进一步强化其身份竞争的策略选择ꎬ并显示出自身所

具有的“泛突厥”和伊斯兰属性ꎮ 就国内形势而言ꎬ现阶段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疏离并

逐渐偏离“欧洲化”的趋势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土耳其国内以正发党为首的温和

伊斯兰政治力量对凯末尔主义的“反叛”ꎮ 特别是正发党政府对土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的刻意引导ꎬ可能导致土耳其社会中压抑已久的政治伊斯兰思潮出现强化态势ꎬ进而

使民众对欧洲国家及“欧洲化”议程的认知发生颠覆性变化ꎬ并再度加深土欧关系的

既有矛盾ꎮ 需要指出ꎬ土耳其偏离“欧洲化”并不意味着其会终止“欧洲化”ꎮ 就目前

而言ꎬ土欧关系仍将围绕土耳其“欧洲国家”身份问题发生变迁ꎮ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用以解释土耳其冷战以来外交政策演变的理论视角ꎬ并

对其偏离“欧洲化”进程及背后的影响因素做了初步解释ꎮ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把握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原因及其发展方向ꎮ 然而ꎬ文章还存在一些不足:就本文所提

出的理论框架而言ꎬ虽然指出了四种身份管理策略及其影响因素ꎬ完善了原有社会认

同理论中有关社会流动、社会创造和社会竞争三种身份管理策略在变量划分上的不

足ꎬ但并未对身份管理策略的选择、变更、触发和演进等机制进行详细说明ꎬ这可能导

致理论框架内部假设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清晰ꎮ 此外ꎬ本文虽然尝试通过对冷战以来

土耳其对欧政策变迁的分析以确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ꎬ但受制于身份构

建与身份策略判断的主观性及文章的篇幅ꎬ对因果关系的讨论只是初步尝试ꎬ仍有待

未来的研究予以更明确的验证ꎮ

(作者简介:曾向红ꎬ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ꎻ

张峻溯ꎬ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辑:齐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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